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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歌舞与祖先崇拜 

翁家烈1 

【摘 要】：贵州高原的最早居民为濮人。汉代起，华夏、氏羌、苗蛮、百越等古族系自各方移入，经长期广泛接

触、交流，于唐宋时期形成诸多单一民族，共创贵州高原文化。在贵州 18 个世居民族中，苗、布依、侗、水、仡

佬 5 族人口主体在贵州。其中，仡佬族及其独特的文化，经历了古老而新生的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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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原始信仰，先后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三个阶段，统称之为原始宗教信仰，亦谓之为民间信仰。佛

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均属后起之人为宗教，亦即现代宗教，砖世界传播宽、影响深。我国自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

后，儒家思想渐成为统治阶级提倡运用的统治思想，但儒学并非宗教。儒学宗师孔子只敬重祖先，而不信“怪力乱神”采取“敬

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儒学是治世之学而非主张有来世的宗教。道教虽砖东汉时期即已形成，但其转时空的影响度很有限。至

于先后传人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影响面、影响度渐增，但从未成为我国信仰的主体或主导。数千年来，祖先崇拜在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华大地上，始终是主体和主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人到现代化今天的历史记录与记忆，是民族文化发展史

上难能可贵的奇珍。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苗族祖先崇拜依然普遍而强固，业有着诸多特质及其表现形式。 

人类的出现很早，民族的形成则很晚。是在原始社会末期进人新石器后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后开始形成和出现的。我国放原

始社会末期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部落大战 ― “琢鹿之战”。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无正义、非正义之分。九黎战败，

首领蛋尤见杀，余众渡河南迁至江淮一带称为“三苗”或“有苗”或“苗民”。 《 尚书 · 孔传 》 云，“三苗之君习蛋尤之

恶”， 《 国语 · 楚语 》 载，“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意指“三苗”即九黎之苗裔。 《 史记 · 本纪 》 云，“三苗在

江淮荆楚数为乱”，于是舜请于尧“放罐兜转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聆三危以变西戎”。“罐兜”即“罐头”。 《 山海经 · 大

荒北经 》 载，“撷项生罐头，罐头生苗民”，是知九黎、三苗、罐兜皆为苗族先民。罐兜盖为三苗之一位著名首领。 《 朱熙

文集 》 卷七一载，“溪洞蛮谣略有四种，曰僚、曰吃、曰伶，而其最轻捷者曰苗 … … 岂三苗之遗民乎？”尧、夏、禹、商

时，以武力征伐、驱赶“三苗” , “三苗”伤亡惨重，大部西迁，余部渐被同化。如 《 国语 · 周语 》 所言：“黎苗之王

夏商之季，子孙为隶，不夷砖民”。这批被驱赶、挤压不断向西移徙的苗民，砖东汉至隋唐分别移人西南地区，与众多的民族广

泛地错处杂居砖贵州高原。贵州成为苗语三大方言皆齐备，也是全国苗族人口分布最多的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迁徙，成为

我国苗族突出的历史常态。苗语东部方言的 《 古老话 》 ：“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众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

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 … … ”。苗语中部方言的 《 苗族古

歌 》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去 … … ”。苗语中部方言的 《 苗族

古歌 》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波涛滚滚翻／眼望不到边／。苗语西部方言的 《 战争迁徙

史诗 》 载，格蛋爷老连战九回胜九回／沙蹈爵氏敖打了九次打不赢厂。格蛋爷老最后被打败／在嘎骚卯碧带领下，我们渡过

那宽阔的浑水河／从此我们离开了直米利那好地方”。“浑水河所指为黄河。从苗语三大方言的古歌中透析出最重要的历史信息

和记忆是，老祖宗们原本生活在华北平原上，后来不断被迫渡河南下嗣复西迁，最著名的英雄先祖是蛋尤。对故土的深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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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流徙中的苦难、对祖先们的崇敬与缅怀，深深地植根砖心底，代代地传递砖后世，岁岁年年地融贯砖广大民众的生活习俗中。

平时用餐饮酒，主人先以手指蘸酒弹放地上以示敬祖后方开饮；中部、西部方言给孩子命名的子父连名的方式保持至今，有的

可依此背记出数十代以至百余代祖名；中部方言妇女上装绣片上，常有“蝴蝶妈妈”的图饰，西部方言妇女裙摆上绣有代表黄

河 ― 长江 ― 西南迁徙历程的三道条纹洲南迎亲，新娘须从东方进人婆家；各方言举办丧事中均有“开路”仪式，祭师指引

亡灵从现居处所沿着祖先迁来的线路逐一逆行。最后都是回归东方与老祖宗们团聚成为终极境界。贵州仁怀苗族 《 祭祀词 · 指

路经 》 为“蛋尤弟兄九十六，四十八人制铜水，四十八人制铁水，制成兵仗和刀戟，把豺狼虎豹赶过山 … … 有个老爷爷来

喊你，他耳大如扇，眼大如环，他要给你带路，给你作伴，他就是蛋尤”；贵州民谚有“横苗倒讫佬”是言老人过世苗族是横埋，

讫佬族为倒葬，与汉族的顺山葬不同。“横埋”所指为头朝东脚向西仰身平卧的安葬方式。川南苗族的横埋俗称“桓桓坟”，云

南麻栗坡猛洞乡上阳坡罗姓及八步乡侯姓至今仍行“横埋”。横埋的文化内涵，是让亡灵回归与祖先们团聚。 

苗族的节日繁多而古朴，且独具特色， 《 左传 · 嘻公十年 》 云，“神不欲非类，民不祀非族”。苗族的民间信仰虽与

其他民族一样蕴含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这一人类历史发展三大阶段内容与形式的混合与叠加，业以节日形式予以

表达与表现。但前两者无论砖规模或形态上，均远远不及祭祖盛典的宏大和隆重。清康熙 《 红苗归流图 》 载，“苗人砖农毕

冬月跳鼓脏以祀神 … … 至日。邻苗男妇老稚鼓吹而来。及门，主人率男妇击金伐鼓群至棚下，设位奏乐以迎神。杀牛烹而荐

之，业陈酒果，以牛首置棚前 · · · · · 一苗巫衣圆领，执铎舞跃而致祝辞。是日也，男妇皆盛服以从事”。苗族视祖先

为“神”，亦呼之为“鬼”。全书 《 祭鬼椎牛 》 云，“红苗虽为异类，其砖祀先之道有可采焉。其名，不曰祀先而曰祭鬼”。

乾隆 《 永绥厅志 》 载，“苗俗又有所谓跳鼓脏者，乃合寨之公祀，亦犹民间之清醛，数年间行之，亥、子两月择日举行。每

户杀牛一只，蒸米饼一石。届期，男女早集，多者千余，少者亦数百”。除多年一次公祭之外，每年还行家 

祭：“苗俗五月祭祖先，择子、寅、午日行事 … … 禁忌最严。是日，从未刻后即不敢言语，亦卧砖床，亦不转动”。如若

“触犯此戒，必有鬼殃”。同治 《 永绥直隶厅志 》 载，“苗中以做鬼为重事。或一年一次，或三年一次，费至百金或数十金

不等。贫无力者，卖产质衣为之。此习，为苗中最耗财之事，亦苗中致穷之一道也。近日革去此俗 … … 苗俗五月逢子、寅、

午日，专祭祖先 … … ，既祭，举家老幼避人山洞，躲鬼。是日，不举火，不饮食，道路相值不偶语，盗贼攫物不敢问，夜卧

不敢转侧，蚊呐吸其肤不敢触，惧鬼觉也”。道光 《 云南通志 》 载，苗“四境皆有，好山居。男女任力，刀耕火种以供食用 … … 

葬有棺无硷。祭，宰羊，击高颗鼓为哭奠之 … … 三年内不食盐”。乾隆 《 贵州通志 》 载，清水江流域之黑苗，“每十三年，

畜牡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脏”。整个节日，以头年“醒鼓”、次年“祭鼓”，第三年“送鼓”，分三段进行。是苗族为时最长、

仪式最为隆重复杂而独特的节日。以宗族为单元届期汇集祭祖的盛典迄今犹盛行不衰。其中称为“方尤”的这支苗族人住八拱

（今丹寨县）最早。他们不过“枯脏节”，而砖每年十月第二个牛日过“祭尤节”。这与 《 绎史 》 引 《 皇览 · 家墓记 》 

所载，“蛋尤家在东平郡寿张县阐乡城中，高七丈。民常砖十月祭之”的祭期不谋而合。祭祀主体全为直系亲属。姑、舅、姨父

及其子女等表亲虽亦按时赶来，但均未参加。东部方言苗族称蛋尤为“剖尤”，意为“尤公”，祭祖时须杀猪供奉之。 

贵阳原名“黑羊筹”。康熙 《 贵州通志 》 载，“黑羊管今呼为黑羊井。唐末宋初，宋罗二氏互争，呼矩州为黑羊筹”。苗

族呼贵阳为“格洛格桑”，砖五代时人住，开荒辟草建成家园，过着与世无争的和谐生活。异族首领胡丈郎用计使苗疏砖防范，

举兵前来攻占。苗族首领亚宜（或称亚鲁、杨鲁、央洛）率众拒守北门战死后葬聆嘉西坝（今喷水池）。贵阳城破后，除部份留

居原地外，大都相继四散迁避。此后，贵阳苗族岁岁年年放其殉难之日 ― 四月初八日均聚此哀悼自己的英雄。龙里、息烽、

开阳、修文、清镇各县苗族，亦不约而同地砖前一日从四面八方赶至贵阳城边苗寨亲戚家，次日盛装汇砖喷水池拧立默哀后，

成千上万地渐沿中华北路至大十字来回无声无语地漫游至夜深方渐散去。市民们则多走出家门沿途跟随观望。沿街两侧密集的

商店、铺面，特转这天置茶桶、茶杯，免费提供饮用。“四月八”当天，虽然苗众云集、人群涌动、万人空巷，又无官、民派人

维持秩序的景况下，全城却从无任何嘈杂、喧嚣与混乱。省会城内此悠久、规模而特异的民族节日砖我国实属罕见。 

踩花山，流行砖川南、云南、桂西北及贵州，是西部方言苗族的重大节日活动。或称“踩山”，或谓“跳场”、“跳坡”、亦

名之为“跳花”、“跳月”。时在每年正月。 《 黔南识略 》 载，“每逢孟春，合男女砖野，谓之跳月。择平壤为月场，以冬青

树一木植放地上，缀以野花，名曰花树。男女皆艳服，吹芦笙，踏歌跳舞，绕树三匝，名曰跳花。跳毕，女视所欢，或巾或带



 

 3 

与之相易，谓之换带。然后通媒灼、议聘资，以妍娃为盈缩“。传说苗族先祖战败，渡河南下、西迁，后又爬雪山、过草地，

进人川南及云贵高原。散居砖各地崇山峻岭中。因到达的时间、地点不一，互不知晓。族老遂选一山间坪地栽树一株为标志，

吹响芦笙为号召。散居周边为山岭阻隔相互间不通信息的苗胞们纷纷循声而至，得以久别之后的会聚。在兴奋、激情中随声起

舞，感谢祖先的护佑得以重逢，后渐成为男女青年社交的定期集会。婚后不育的女子，亦乘机祈求祖先护佑能砖生子传宗。 

王逸 《 楚辞章句 》 谓，楚人“其俗信鬼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言其敬重先祖，常以祭祀。祭时必伴以歌、

舞以取悦之。苗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就其歌舞的内容、形式及其功能而言，除少数属于生产、生活方面的娱乐型外，主要

皆属祭祀型。祭祀的指向均为祖先。迁徙，是苗族最重大、影响广、印象深的历程与记忆，均以古歌的形式记录流传至今。东

部方言共 128 行的 《 部族变迁 》 ，传唱出“先人”们经潭州、朗州、桃源、辰州等地后，散迁湘西、鄂西、渝东南、黔东

北一带的武陵山区。中部方言千余行的 《 苗族古歌 · 跋山涉水 》 ，唱述在“五支奶”、“六支祖”等先祖带领下，翻山越

岭、长途跋涉，才“迁来到西方，创造好生活”。“迁三苗砖三危”的这支苗族迁徙线路最长、经历的艰险最多最大，散布面亦

最广，与之错杂而居的民族亦最多，有关迁徙古歌的内容亦最为丰富而复杂。苗族古歌的领诵者为巫师，演唱形式为一人独唱，

到一段落时，众人齐唱合之的领合式为其显著特点。唱时，神情肃穆、唱腔缓慢、低沉，再现先祖们大迁徙历程中所经历的种

种艰难险阻，激发起对祖先们为民族生死存亡，一批批、一代代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再现与崇敬。老人过世丧仪中，巫师以“哭

腔”吟诵，历数亡人在世时抚育子女、艰辛持家、关爱亲邻等种种感人言行。唱至真切感人处，不仅巫师有沉痛感，参祭的亲

友更是忍不住低声嚷泣。“开路”时，巫师吟诵“指路歌”，将亡灵从所在住处，沿祖宗迁来的线路，一段段返回至东方，与先

祖们团聚。 

苗族的舞蹈众多，而以芦笙舞、木鼓舞最为普遍，且皆与祭祖仪式密切关联。其中尤以芦笙舞最为重要和普遍。 《 宋史 · 蛮

夷传 》 载，（公元 995 年）龙汉尧遣使“率西南拜柯诸蛮”人京进贡方物，受宋太宗接见时，令其作“本国歌舞”，遂当场即

兴表演：“一人吹瓢笙如蚊纳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水曲”。芦笙及芦笙舞是苗文化的

一大突出显形标志。它历史悠久、形制多样、运用广泛、功能繁多而独特，在苗语三大方言中均广泛盛行。东部方言苗族砖石

柳邓、吴八月举行的“乾嘉暴动”被镇压后，官府以慑砖其在苗民中的号召、聚集作用，特勒令禁用，但仍禁而未绝。芦笙在

苗族社会生活中，具有普时性，又有普世性。“芦笙一响，脚板就痒”，成为苗族民间的格言。婚、丧、嫁、娶须吹笙，岁时节

令要吹笙，谈情说爱亦吹笙，迎来送往也吹笙。男性从少年至老年皆会吹芦笙，女性从少年到老年均会跳芦笙舞。芦笙不仅只

作为一种器乐起着伴奏的作用，芦笙往往且吹且舞业示意、带动在场的男女老幼随芦笙起舞。尤为独特的是，芦笙不仅能吹奏

出诸多曲调，还能吹奏出相应的“话语” , ― 芦笙语，作到芦笙曲、词完整、明确的表述。这砖族外听众，甚至专业音乐工

作者是不会察觉、难以理喻的。芦笙手在跳芦笙舞时是边吹边跳。他口含笙哨、双手捧笙、指按笙孔，上身直立，头、手均不

能与笙脱离地吹、跳、转动。舞蹈中的伸、蹲、弹跳、转圈等动作的转换，全赖腰部及下肢的膝关节及踩关节、脚掌、脚趾等

部位联动完成。其舞姿之特异、舞技之非凡，不得不令人赞叹而困惑。芦笙、木鼓是苗族社会中主要而重要的礼器兼乐器。由

于苗语三大方言分布区域、社会经历的不同而有变化和差异。木鼓流行聆东部，芦笙流行砖中部和西部。两种器乐既是苗族娱

乐性歌舞活动中起着定型、定位、定向的作用，更是祭祀性歌舞仪式中具有沟通人、“神”的神圣性。 《 乐记 · 乐系 》 谓，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砖心，然后乐器从之”，所言极是”。 

马克思在 《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 中指出，“舞蹈是一种祭典仪式”。美国学者葛维汉所著 《 川苗的宗教

习俗 》 中的调查结论为：“只要有盛大的节日，就有集会，就要请祖先参加，供奉食物和酒。祭完祖后，人们才开始食用。同

样，无论是娶进或嫁出时也都要祭祖”。苗族形成砖以蛋尤为首领的九黎、得名砖江淮一带的“三苗”以来，在其数千年的历史

进程里，长时期、大幅度地在流徙中求生存、图发展。在中南边区和西南地区相对定居后，与诸多民族错杂而居；族内三大方

言所属苗众因分布格局所限，基本上未能毗邻或杂处。前者为苗族与各族之间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客观条件，砖后者则为族内不

同支系间信息不通奠定客观基础。杂居区的西部方言苗众，其文化虽受到相邻民族，尤其是汉文化长时期、大范围、不同程度

的影响，但放节日以笙鼓歌舞形式祭祀祖先的传统却能转较为完整地得以传承。三大方言苗众尽管迁徙的时间、空间及定居方

位不同，定居后相互间又无所交往，而以祖先为至尊，砖节日以笙鼓歌舞祭祀先祖的传统内容与形式不约而同地都相同或基本

一致。其成因何在？按照“性相近，习相远”这一哲学原理还不足以锉释，须从苗族历史的起点、拐点和特点上去寻求。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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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社会背景，是我国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时期。部落首领们发明创造提高了生产力，以战争自卫，或拓

展或转移生存空间，从而进人人类历史的“英雄时代”。历史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变化的记录与记忆。黄帝与蛋尤“琢鹿之

战”，即为我国进人“英雄时代”为上古时期流传甚广、史不绝书的记忆与记录。位居黄河中游的黄帝部落与居砖黄河中下游的

蛋尤为首的九黎部落，两者之间就方位而言，后者位于东方；就“放罐兜聆崇山以变南蛮” , “迁三苗聆三危以变西戎”而言，

位居江淮一带的“三苗”故地，亦当在被“放”、“迁”以及逐渐定居后的东方。此即苗族三大方言苗族 《 古歌 》 中迁徙及

丧仪中为亡灵指路、横埋安葬等均指向“东方”的缘由。“九黎”、“三苗”在其形成民族的初期，尚处雏形之际，即连续不断遭

受重创，被迫不断地以血缘为纽带、集团式地长时期逃迁。迁逃中的种种重大经历、带领他们克服各种艰险求得民族生存之事

迹，成为全体成员及其子孙后代最为主要、重要而异常深刻的历史记忆。对蛋尤为代表的先祖们的崇敬、祭奠和缅怀亦是众心

所向、族心所归。亦即苗族以节日和歌舞隆重祭祖这一特有内容和形式的历史成因。 

民族的形成，无论其早晚，都有各自的神话。朱迪 《 原始神话 》 引塞缪尔 · 克雷默语曰：“但古代神话在情节和主题

的选择和处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别基本上和产生神话的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性格以及气质相一致的”。恩格斯在马

克思的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中指出，“业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苗族古代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迁徙史。纵使定居砖西南后，为谋生、为避难，小规模、小范围的迁徙，尤其西部方言苗族

中从未中断。故“老鸦无树桩，苗子无地方”成为解放前广泛流传的民谣。作为农耕民族，频繁的被迫迁徙，导致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严重流失，制约着生产技能的提高与再生产能力的扩大，世世代总在贫穷与饥饿中挣扎。所迁之处往往是人迹罕至的

深山老林。崇敬祖先、吃苦耐劳、安分守己、不与人争，除官逼民反外，砖族际关系上从无拓展领地、统慑他人之政治诉求等

导向与风格，成为苗族传统品性。这一历史形成的民族传统品性影响深广。概而言之，可谓为保守性强与开放性广的有机统一。

前者表现为以宗族为单元，转节日、婚丧等群体性集会中，均不同程度凸显相关祭祀祖先的歌舞演示，参与歌舞的女性穿上有

先祖标记图绣的盛装。后者表现为，自古以来，苗族与汉族及其他相邻兄弟民族间互通婚姻者，砖文献、聆民间累有记述。而

西南山地农业的开发，砖区域耕地面积的拓展方面也记录着苗族祖先们的血汗与功绩。 


